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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 唐政府为实现农耕户一户一牛所作的努力 ,旨在恢复发展生产 ,使民归业 ,增加

政府的税收 ,保证租庸调的征收。民间养牛大户的牛群 ,对于促进农业恢复 、发展社会经济起

到了一定的作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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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秦汉以来 ,牛畜普遍应用于农耕 ,耕牛成为农耕生产中的重要生产力 ,是耕作 、交通运输的得力工

具。同时 ,为人类提供肉类 、乳品 、药材 、皮毛等 ,还能为农业提供肥料 。牛与国计民生的关系至为密切 ,

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 ,被称为“耕稼之本” 。唐朝文学家柳宗元在《牛赋》中云:“牛之为物……日

耕百亩。往来修直 ,植乃禾黍 。”因此 ,历代统治者对牛甚为珍惜 ,除不断发布禁屠令外 ,在祭天 、祭祖等

活动中 ,常减省祭祀规格 ,不用牛牲 。唐代也不例外 ,唐高祖在立国之初 ,即下诏断屠:

《礼》曰:“君无故不杀牛 ,大夫无故不杀羊 ,士无故不杀犬豕 ,庶人无故不杀食珍 。”非惟务

在仁爱盖亦示之俭约 。方域未宁 ,尤须节制 ,凋弊之后 ,宜先长育 。岂得恣彼贪暴 ,残殄庶类之

生。苟徇目前 ,不为经久之虑 。导民之理 ,有未足乎  其关内诸州 ,宜断屠杀 ,庶六畜滋多 ,而

兆民殷赡。详思厥衷 ,更为条式”
[ 1]
(第 562 页)。

这是对“关内诸州”要求“断屠杀”的规定 ,目的是为了使“六畜滋多” ,而且要“更为条式” ,即另作具

体规定 ,不久之后制定的《唐律 厩库律》中也明确规定:“诸故杀官私马牛者 ,徒一年半。”此断屠诏当然

包括禁屠牛 ,这些对发展养牛事业都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,它不仅有利于官府的监牧繁殖牛畜 ,而且对民

间养牛起了鼓励作用 。为此 ,朝廷在常规的祭祀活动中 ,常主动降低规格 ,去除用牛羊豕三牲的太牢 ,改

用只祭羊牲的少牢 ,此即唐高祖在另一诏书中所云的“至于畜产 ,思致蕃息。祭祀之本 ,皆以为身 ,穷极

事神 ,有乖正直 。杀牛不如礿祭;明德即是馨香 ,望古推今 ,祭神一揆。其祭圜丘方泽宗庙以外 ,并可止

用少牢 。先用少牢者宜用特牲 ,时和年丰 ,然后克循常礼”
[ 1]
(第 420 页)。这类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

牛畜的作用。

在这种重蕃息畜产的指导思想下 ,唐初一般大臣对禁屠牛畜的重要性也较明确 。如武周监察御史

张廷 在上给朝廷的谏书中便说:“君所恃在民 ,民所恃在食 ,食所资在耕 ,耕所资在牛。牛废则耕废 ,耕

废则食去 ,食去则民亡 ,民亡则何恃为君 ” [ 2](第 4262 页)这里是将保护耕牛提高到了王朝存亡的高度 。

禁屠牛是唐代一贯国策 ,先天二年(713)玄宗初即位 ,即下敕文:“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 ,不得官当荫

赎。”后来玄宗仍在继续下《禁屠杀马牛驴诏》:

自古见其生 ,不食其肉 ,资其力 ,必报其功 。马牛驴皆能任重致远 ,济人使用 ,先有处分 ,不

令宰杀。如闻比来尚未全断 ,群牧之内 ,此弊尤多 。自今已后 ,非祠祭所须 ,更不得进献马牛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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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必备的 ,作为偏远的西州一个普通的农业乡 ,尚且能做到一户一头耕牛 ,想必在内地也应大体如此。

再看其它一些地方的情况 。李冗《独异志》载:

陇州吴山县 ,有一人乘白马夜行 ,凡县人皆梦之语曰:“我欲移居 ,暂假尔牛。”言讫即过 。

其夕 ,数百家牛及明皆被体汗流如水。于县南山曲出一湫 ,方圆百余步。里人以此湫因牛而

迁 ,谓之“特牛湫”也
[ 5]
(第 83 页)。

这是一起带传奇色彩的故事 ,说明吴山县百姓家家有牛 ,故才皆梦被人借牛事 ,次日 ,每家即数百家的牛

才出现“汗流如水”现象。说明农户有牛的情况是很普遍的。唐诗人元结写有《将牛何处去二首》,就是

这种实情的反映:

将牛何处去  耕彼故城东 。相伴有田父 ,相欢惟牧童。

将牛何处去  耕彼西阳城 。叔闲修农具 ,直者伴我耕[ 6]
(第 2691页)。

高适在《寄宿田家》中写他见到的“牛壮日耕 10 亩地” ,说明一头壮牛 ,一天可耕地 10 亩。正是这种人

力 、牛力与土地的结合 ,才使农业生产得以发展。

一旦出现天灾 、瘟疫 ,失去了耕牛 ,个体农户就无法农耕 。针对这种情况 ,朝廷也常设法采取相应措

施 ,解决农民缺乏耕牛的问题 。安史乱后 ,关辅地区急须恢复农耕生产 ,唐德宗时 ,给事中袁高曾对朝廷

“量地给牛”事提出过合理的建议 ,史载:

贞元二年(786),帝以大盗后关辅百姓贫 ,田多荒废 ,诏诸道上耕牛 ,委京兆府劝课 。量地

给牛 ,不满 50亩不给 。(袁)高以为“圣心所忧 ,乃在穷乏。今田不及 50亩即是穷人 ,请两户共

给一牛” ,从之[ 2](第 4325页)。

为了恢复农耕生产 ,唐德宗让全国提供耕牛来支援关辅地区 ,一开始他不是按户给牛 ,而是量地给耕牛 ,

有田不满 50亩者 ,不在分给限内。这种做法显然不合理 ,故有袁高为之请命 ,使贫困户即使田不满 50

亩 ,也能两户分给耕牛一头。

贞元九年(793),陆贽建议募民屯边防秋 ,也提出宜“诏度支市牛 ,召工就诸屯缮完器具。至者家给

牛一 ,耕耨水火之器毕具 ,一岁给二口粮 ,赐种子 ,劝之播莳。须一年 ,则使自给 ,有余粟者 ,县官倍价以

售” [ 2](第 4930页)。此建议虽未被德宗采纳 ,但当时实际上已有人付诸实践而获得成功 ,如贞元初年韶

州刺史徐申在其境内的垦殖公田 ,就是一例 ,据载:

(徐申)迁韶州刺史。韶自兵兴四十年 ,刺史以县为治署 ,而令丞杂处民阎。申按公田之废

者 ,募人假牛犁垦发 ,以所收半畀之 ,田久不治 ,故肥美 ,岁入凡 3万斛
[ 2]
(第 4694 页)。

徐申“募人假牛犁垦发” ,可能也是配给耕牛 、种子 ,以耕垦收获物的一半给耕垦者 ,结果岁入 3万斛粮

食 ,这是配给农户耕牛后 ,官府得到的效益。这种效益 ,也见于宪宗元和年间的凤翔地区 ,时凤翔节度使

李惟简“益市耕牛 ,铸农器 ,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 。增垦田数 10万亩 ,属岁屡稔 ,公私有余”
[ 7]
(第 7684

页)。配给耕牛带来了数 10万亩田土的垦辟 ,连续 8年 ,五谷丰登 ,这也正是唐朝廷实现农户耕牛化所

追求的目标 ,对公私均有利。

唐敬宗朝 ,也曾有度支市牛 ,均给贫下百姓的措施 。敬宗皇帝曾下敕文说:

农功所切 ,实在耕牛 。疲甿乏此 ,理须给赐。宜委度支于东镇 、武 、灵 、盐 、夏州分市耕牛万

头 ,支付京兆尹 ,均给畿内贫下百姓 。其价以户部绫绢充[ 8]
(第 716 页)。

这是让度支出面 、用户部的绫绢到东镇 、武 、灵 、盐 、夏等州买耕牛 1万头。赐给京畿以内的贫下百姓 ,去

发展农耕生产 ,因为“农功所切 ,实在耕牛” 。这正道出了朝廷何以要农耕户每家耕牛化的目的 。

唐文宗太和三年(829),在平定李同捷叛乱后 ,州县农业生产受损 ,更乏耕牛 ,朝廷“以(殷)侑尝为沧

州行军司马 ,遂拜义昌军节度使。於时痍荒之余 ,骸骨蔽野 ,墟里生荆棘 ,侑单身之官 ,安足粗淡 ,与下共

劳苦 。以仁惠为治。岁中 ,流户襁属而还 ,遂为营田 ,丐耕牛 3 万 ,诏度支赐帛 4万匹佐其市 。初 ,州兵

3万 ,仰稟度支 ,侑始至一岁 ,自以赋入赡其半 ,二岁则周用 ,乃奏罢度支所赐。户口滋饶 ,廥储盈腐 ,上

下便安 ,请立石纪政”[ 2] (第 5053-5054 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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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侑在沧州营田求购耕牛 3万头 ,是由国库支帛四万匹帮助购买的。对此 ,《册府元龟》有较为详实

的记载:

文宗太和中 ,殷侑为沧 、齐 、德等州观察使 ,上言:“当管河北两州百姓耕牛 ,见管户一万三千

六百九十四 ,除老弱单独外 ,其间大半力勘营种。去年缘无耕牛 ,百姓掘草根充粮 ,一年虚过 ,饥

饿相继 ,转死道路。臣去年躬亲劝责 ,酌量人力 ,于一万三千户内 ,每户请牛一具 ,支绢绫五疋 ,计

3万疋 ,余二千户不得牛营田 ,不敢不奏。”诏曰:“沧州营田 ,已有次第 ,耕牛欠数 ,频有奏论 ,方及

春农 ,实支济洫 ,宜更赐绫绢一万匹 ,其来年将士粮米 ,便勒本道自供。”[ 9](第6038 页)

《新唐书 殷侑传》所云殷侑拜义昌军节度使 ,也就是沧 、齐 、德等州观察使 ,所言“丐耕牛 3万” ,实际上

请朝廷资助购买的牛 ,并没有那么多。以支绢五疋购牛一头计算 ,殷侑用了 3万疋绢 ,按“每户请牛一

具”(单牛犁)标准配给 ,只解决了 6 000户的耕牛缺乏问题。从“馀二千户不得牛营田”一语分析 ,殷侑

当管的户内 ,实有 8 000户无耕牛 ,这 8 000户就是殷侑说的“除老弱单独外 ,其间大半力勘营种”者 。朝

廷为了实现耕者都有耕牛的目标 ,继赐绫绢 3万疋之后 ,又赐给绫绢 1万疋 ,用来解决余下的 2千户的

缺牛 。这一系列措施 ,再次证明了唐朝廷一直在为实现耕田农民一户一牛的目标作出努力。

唐朝政府在努力实现农户都有耕牛的同时 ,也加强着对民间牛畜的管理。从唐前期起 ,每乡各户的

牛数 、岁齿 、毛色等 ,都要建立《牛帐》
[ 4]
(第 243页)。如果百姓牛有死损 ,须报官府检验 。吐鲁番出土《唐

永淳二年(683)某县录事唐牒为检翟欢相牛死无他故事》
[ 10]

(第 399 页) ,就是因牛一头得病致死报官受检

的公文。同时官府在特殊需要时 ,也可随时征调民牛 ,或车牛使用。元和年间 ,朝廷讨伐吴元济 ,京畿供

馈车数千两 ,每车驾 3牛 ,都是征自京畿一带的农民百姓。由此看 ,唐朝廷配给农民一户一牛 ,也并非是

无条件的 。

唐王朝使农户都有耕牛的努力 ,旨在恢复和发展农耕生产 ,使民归业 。同时 ,也是为了增加政府的

赋税收入 ,保证租庸调的征收 。这其中体现出农业对牛畜的依赖 ,也反映出民间个体小农天然的农牧兼

作性质。这一特点 ,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特征之一 。

二 、民间的养牛大户

唐朝政府的鼓励 ,高水平的繁殖技术 ,必然会促使民间出现一些养牛大户 ,《新唐书》卷一九七《张允

济传》中所云初唐元武县民以 牛依妇翁家 ,使牛“孳十余犊” ;《朝野佥载》卷五所记新乡县令部属王敬

戍边五年 ,六头 牛 ,却孳生出“犊三十头” ,这些均应属养牛大户。一般说来 ,在民间一户养 10头牛以

上 ,都可称之为养牛大户 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四一“韦甫”条所载兽医归元昶在茶肆遇到的“扁乘数十” ,也

就是几十乘车牛 ,其主人恐怕还不只是养牛大户 ,很可能还是车牛运输队的主人 。《新唐书 陆羽传》载

陆羽幼时牧牛的情景时说:

幼时 ,其师教以旁行书 ,答曰:“终鲜兄弟 ,而绝后嗣 ,得为孝乎 ”师怒 ,使执粪除圬塓以苦

之 ,又使牧牛三十 ,羽潜以竹画牛背为字
[ 2]
(第 5611 页)。

陆羽幼年时 ,师从的这位教师 ,曾使他去“牧牛三十” ,羽不能正常学习 ,只能悄悄地用竹棍在牛背上练习

写字 。这 30头牛 ,也是牛群 ,不知是否全属教师所有  如果都是教师的 ,那么 ,这位教师也是一位养牛

大户 ,而且是巧用学童的劳力 ,来进行牧放。

《三水小牍》也曾记述了汝坟地方一名叫卫庆者的发家史 ,摘如下:

卫庆者 ,汝坟编户也 ,其居在温泉 ,家世游惰 ,至庆乃服田 。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 ,

倦憩荒陌 ,忽见白光焰焰起于垅亩中 ,若星流 ,庆掩而得之 ,遂藏诸怀。晓归视之 ,乃大珠也 。

其径寸五分 ,莹无纤翳 ,乃衣以缣囊 ,缄之漆匣 ,会示博物者 ,曰:“此合浦之宝也 ,得蓄之 ,纵未

贵而当富矣 。”庆愈宝之 ,常置于卧内。自是家产日滋 ,饭牛四百蹄 ,垦田二千亩 ,其丝枲他物称

是 ,十年间郁为富家翁[ 11]
(第 9 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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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庆由于获合浦大珠而暴富 ,一牛四蹄 ,“饭牛四百蹄” ,即是饲养了 100头牛。有了充足的牛力和家产 ,

故能垦田 2千亩 ,耕牧并举 ,十年间变成了富家翁 ,严然成了一个有规模的大地主。这是发生在唐代后

期的养牛大户带动大规模垦田的事例。

边远地区 ,地广人稀 ,能提供更多的放牧条件 ,如山林 、草场等 ,故而能造就出更多的养牛大户 。《蛮

书》卷七《云南管内物产》载:

云南及西爨故地并只生沙牛 ,俱缘地多瘴 ,草深肥 ,牛更蕃生犊子。天宝中一家便有数十

头[ 12]
(第 203 页)。

云南一带 ,多是民族地区 ,由于“地多瘴 ,草深肥” ,只生“沙牛” ,沙牛也应属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牛畜 ,或

许是从南方域外输入的品种。《宋史 层檀国传》载:“层檀国在南海傍 ,城距海二十里 , ……,畜有绵羊 、

山羊 、沙牛 、水牛……。”由于此牛不断“更蕃生犊” ,或许是类似黄牛的一种。在云南一带 ,天宝年间 ,故

“一家便有数十头”牛者 ,所在多有 。至于其它牲畜家禽 ,当地百姓也都“悉有之” 。说明这一带养牛大户

或牲畜大户极为普遍 。他们的大羊 ,多从吐蕃地区交换而来 ,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的牛畜也向汉地做输

送。大中十二年(858)“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 ,强市蛮中马 、牛 ,一头止与盐一斗”
[ 7]
(第 8070 页) ,说明

这种输送交易是存在着的 。

西北地区 ,具有大片天然的草场 ,可供畜牧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 40载:“张掖 ,酒泉二界上 ,美水茂草 ,

山中冬温夏凉 ,宜放牧 ,牛羊充肥 ,乳酪浓好……作酥特好 。”正因如此 ,所以在河西 ,凉州一带养殖牛马

的大户也比较多 。武后朝 ,郭元振为凉州都督时 ,凉州地区“夷夏畏慕 ,令行禁止 ,牛羊被野” [ 13](第 3044

页)。《广异记》载:

天宝时 ,凉州人家生牛 ,多力而大 ,及长 、不可拘制 ,因尔纵逸 。他牛从之者甚众 ,恒於城西数

十里作群 ,人不能制。其后牛渐凌暴 ,至数百。乡里不堪其弊。都督谋所以击之
[ 14]

(第 3520页)。

凉州某人的家生牛 ,长大后让其在城西一带 ,发展至数百头为群 ,以至失去控制 ,虽如此 ,这些群牛还应

属某人家的。从此事也反映出 ,凉州地区的牛群 ,多散放于野。同时也有许多散牛于野的牧业大户 。

民间养牛大户的牛群 ,有的用于田土的耕垦 ,这是主要的用途 ,如前论汝坟编户卫庆 ,以一百头牛垦

田 2千亩 。有的用作商业运输的运力 ,如前论归元昶所遇到的数十乘车牛 。北方所产为黄牛 ,南方水乡

泽国 ,除黄牛外 ,还产一种水牛 。水牛在水中也是一种可利用的曳运力 ,入唐的日本高僧圆仁于开成三

年由海陵往扬州行船 , “诸船系水牛牵去”
[ 15]

(第 7 页) ,多条船都是由水牛牵系而去。陆地上的黄牛 ,还

可作乘骑工具 ,《岭表录异》载:

琼州不产驴马 ,人多骑黄牛 ,亦饰以鞍韉 ,加之衔勒 ,可骑者 ,即自小习其步骤 ,亦甚有稳快

者[ 16]
(第 3996 页)。

琼州即今海南岛 , “人多骑牛” ,实际上在内地 ,也多有此事 。这里只是将牛骑作为专业的代步工具而特

别加以书写。

牛本身也是一种财富 ,除农耕 、运输以外 ,牛也作为养牛大户手中的商品 ,进行交换或出卖 。唐朝廷

累令度支出绫绢于武 、灵 、盐 、夏诸州大批量地市牛 ,恐怕有相当部分是从这些州里的养牛大户手中购进

的。官府以合理的市价 ,市进养牛大户们繁殖的耕牛 ,再转配给贫苦无牛农户发展农耕生产。从这一角

度看 ,民间养牛大户对于促进农业恢复 、发展社会经济是很有贡献的 。

三 、寺院养牛业

寺院养牛有长生牛与生产用牛的不同。长生牛 ,有的是由于牛出现怪异现象 ,被信徒们基于宗教不

杀生信仰 ,施舍给寺院的长期生养的牛 。《太平广记》载:

唐宋令文者 ,有神力 ,禅定寺有牛觸人 ,莫之敢近 ,筑圈以阑之。令文怪其故 ,遂袒褐而入 ,

牛竦角向前 ,令文接两角拔之 ,应手而倒 ,颈骨皆折而死 ,又以五指撮碓觜[ 14]
(第 1435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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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Nongovernmental Cattle-breeding during Tang Dynas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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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joring in histo ry of the Sui Dynasty , Tang Dynasty , Five Dynasties and also

Dunhuang and Tulufan.

Abstract:The ef fo rts o f the impe rial g overnment w i th the aim at one cat tle in one farming family

so as to resto re and develop farming , promote employment and increase the revenue from the tax of

Zuyongdiao. The nongovernmental herd of the wealthy household benefit s to some deg ree the

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the w ho le so ciety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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